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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文化,就是汉字的文化(下)*

何 九 盈

叁 汉字文化和字母文化的不同性格

一般而言,在没有比较的情况下,一种文字的文化特性不太可能被关注被认识,文

字的文化特性是从比较的情况下被发现的。就连“汉字”为什么姓“汉”,也是与他种文

字相比较的产物。

先秦两汉时代,只有“书”、“名”、“文”、“字”、“文字”这样一些名称。“汉文”这个词

语最早出自何书,我未查考,应该与佛经传入有关,应该是与梵文或其他西域文字相比

较而产生的。它应该产生于南北朝时期。〔1〕

至于“汉字”这个词的产生时间恐怕更晚了。从古至今,研究汉字的书不知有多少,

但“汉字”这个词最早出现于哪朝哪代,文字学专家与各类辞书,没有给出答案。倒是

20世纪40年代周作人提出了一个说法:

  中国自己原来只有这一种文字,上边不必再加“汉”这一字的形容,大概自从三

百年前满洲文进来之后,这才二者对立起来,又如满汉饽饽或满汉寿材之类,汉文

这名称乃一般通行,至于“汉字”则是新名词,却也很适用,所以现在就沿用这名称

以表示中国特有的形声文字。

(《十堂笔谈》,1944年,收入《立春以前》,第126页,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

周氏并非语言文字学家,而他能说出“汉字是新名词”这样的意见,也能给人以启发。只

不过中国“只有这一种文字”的说法欠周密,他心目中没有民族文字的地位,在他那个年

代也不奇怪。“汉字”是否为“新名词”呢? 的确,在清代,“汉字”是与“清字”相对立而言

的。康熙皇帝就说过:

*
〔1〕

本文的引言和第一部分、第二部分见《民俗典籍文字研究》第八辑。
《汉语大词典》第6卷51页有“汉文”这个词条,可参阅。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9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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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如“清字”之音有“汉字”所无者,“汉字”之音亦有“清字”所未备者。
(《康熙东华录》卷一百四,转引自《罗常培语言学论文集·王兰生与

<音韵阐微>》,第401、402页,商务印书馆,2004年)

但“汉字”这个词不能说是“新名词”,至少在11世纪宋哲宗时已有文献记载。曾布

(1035—1107)的《曾公遗录》卷八云:

  又呈熙,河奏,王愍送到西蕃夏贼攻围邈川日,白岑牟等以蕃书汉字
  

招诱愍等

出降……汉字
  

乃南宗堡陷没使臣刘文珪书写,文珪亦至城下呼愍等,令早出降。〔2〕

(《全宋笔记》第一编(八),第180页,大象出版社,2003年)

曾布记录这条材料的具体时间为哲宗元符二年十月十八日(1099年12月2日)。文中

的“汉字”是与“蕃书”(西夏文)相对立的。

汉字姓“汉”,这一名称的获得,只不过区分了它与中国本土其他族类的文字不一

样,它的使用范围基本上也只限于这种有区别意义的场合。在千余年的历史长河中,

“汉字”并非常用词,也很少见之于书面,故直到20世纪40年代,周作人还认为汉字是

新名词。当年大学课堂里开设的是“中国文字学”而不是“中国汉字学”,1949年10月

成立了“中国文字改革协会”,而不是“汉字改革协会”;1978年出版的吴玉章《文字改革

文集》有关“文字改革”的文章,只有一篇的题目用了“汉字的改革”。“汉字简化”或“简

化汉字”的“汉字”地位比较稳定,一般不说“文字简化”或“简化文字”。

中国本土创立了“汉字”这个具有区别意义的名称,却无人进一步探索汉字与其他

文字的不同性格。自从西洋传教士进入中国本土,学习汉语汉文,经过二百多年的时

间,几代人的阐释,对汉字和字母文字的不同性格,才有见仁见智的不同说法。现代人

又在此基础上,深化了“不同性格”的研究。这种研究的重大意义已不限于文字本身,而

是上升到了整个文化层面。中西两大文字体系的碰撞,是两种文化观念、价值观念的碰

撞,其关系之紧张、尖锐、严重,乃前所未有。是两种文化、两大文字体系共生共存呢,还

是汉字走向灭亡让位于字母文字呢? 这个问题将中国文化人折磨得神魂颠倒、内战不

休,至今还留有严重的后遗症。始作俑者是西洋传教士。他们对两大文字体系的不同

性格发表了许多精到的意见,也有不少谬论、偏见,所有这一切都值得我们认真研究。

(一)利玛窦(MathewRicci,1552—1610)

“西洋人之入中国自利玛窦始。”〔3〕

“利玛窦,恐怕是从古以来,所有到过中国的外国人中,最出名的一个。”〔4〕“利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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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3〕

〔4〕

《宋史·地理志·陕西路》:“又以熙、河等五州军为一路”(2143页),“乐州,旧邈川城,今青

海乐都县,元符二年收复,建为湟州”(2167页),“南宗堡,……元符二年收复,寻弃之”(2168页)。
《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二五,第1080页。
方豪《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第53页,宗教文化出版社,2007年。



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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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通中西之文”〔5〕,所以他对中西文字性格的看法影响极大。他的看法可以归结为:

1.“他们使用的字形很像古埃及人的象形文字。”(第27页)

对汉字这种似是而非的错误定位,在西方世界造成了负面影响。利玛窦并没有说

汉字就是“象形文字”,而是说“很像古埃及人的象形文字”,后来有的西洋传教士就径直

认定汉字为“象形文字”。而“象形文字”处于文字发展的原始阶段,很古老也很落后,终

归是要消亡的,这无疑为汉字未来的命运制造了很大的麻烦。

2.“所有中国的字词无一例外都是单音字。……因为每个字正好像每个对象一样,

都是用它自己的汉字或符号来表示的,用于代表一个意思。因此汉字符号的数目就等

于字的数目。”(第27页)

这是汉字不同于字母文化的重要性格特征。一个单音节构造一个汉字,在多数情

况下文言一个汉字相当于语言中的一个词,一个词“代表一个意思”、一个“对象”。他说

的“符号”是指一个字的整体,还没有分析到部首、点、画,一字一“符号”,有多少“符号”

就有多少字,二者是“等于”的关系,这个说法既不科学也毫无意义。

3.“在整个国家或许没有一个人掌握了所有的符号,或者可以说对于中国语文有了

完全的文字知识。有很多符号发音相同,写出来却很不一样,意思也很不同。所以结果

是,中文或许是所有语言中最模棱两可的了。……发音相同的各种不同书写符号不可

能用耳朵听准,但是可以用眼睛把符号的形状以及它们意义分辨清楚。”(第28页)

这一条也揭示了汉字与字母文字的不同性格特征。汉语同音字多,不能全靠耳治,

还要靠目治,这正是汉字不能改为拼音文字的一个重要原因。当我们说“shíyóu”时,

“用耳朵听”就会有“模棱两可”之感,如果“用眼睛”审视“符号的形状”,是“石油”或者是

“食油”就“分辨清楚”了。而利玛窦说中文“是所有语言中最模棱两可的了”,未免夸张。

因为所有的对话都有特定的语境,都有上下文,“模棱两可”的情况只是在极为偶然的

情况下才有可能发生。至于他说的“没有一个人掌握了所有的符号”,有“完全的文

字知识”,这是事实。因为汉字历史最悠久,在不断演进,汉字学是一门精深复杂的

独特学科,全世界没有一个国家有这样内容丰富、贯通五千年文化命脉的文字学科。

而这丝毫不影响汉字对汉语的记录、表达,也不会影响汉字使用者的写作实践。在汉

字世界,“文字世界”是有级差的。文字研究者的“文字知识”,文化人的“文字知识”,

一般人的“文字知识”,可以有很大的差别。使用字母文字的民族,或有古无今,或有

今无古,在这一点上,能与汉字相提并论吗! 汉字是海洋,字母文字是江湖,全都是

水,性格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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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四库全书总目》卷一〇六,第894页。



4.“在我们只具有一种明确含义的一个单音节,在他们就至少具有五个不同的意

义,并且彼此由于发音时的声调不同而可能相去有如南极和北极。每个发音的字的

确切意义是由它的声调质量决定的,这就当然增加了学习说这种语言以及听懂别人

的困难。我要冒昧地说,没有一种语言是像中国话那样难于被外国人所学到的。”

(第29页)

这一条揭示了两大文字体系性格有别的语音根据。一种文字适合于什么样的语音

系统,也就是一种语音系统应该选择什么样的文字。起决定作用的是语音结构。西方

语言“一个单音节”“只具有一种明确含义”,具有拼音化的特点,故普遍采取了字母文

字。汉语当然也有拼音化的可能性。不能说汉语根本就不宜于拼音,而我们的祖先之

所以一直选用了汉字没有走向拼音化,从语音特点来说,障碍有三:一是汉语从古以来

方音复杂,这个问题下面再谈;二是汉语同音词多,上面已谈到了;三是汉语属声调语

言,各方音的声调不一。利玛窦说,一个单音节“就至少具有五个不同的意义”,这是指

的明末南京话,具有阴平、阳平、上、去、入五个声调,声调不同则意义有别,外国人学汉

语最大的难点也在于此。汉字具有全国人都能掌握的抽象调类(这主要是指六朝以后

的汉语,声调也有一个历史发展的过程),各方音的实际调值千差万别,而汉字的灵活性

就在于可以用方音来读,这样的功能,字母文字是不具有的。只有语音拼音化,采用字

母文字才有可能。即使在今天全中国已有了共同的法定的标准音,汉语拼音方案还不

能当作文字独立使用,还不能取代汉字,因为上文所说的那三条语音“障碍”至今仍然不

同程度地存在。

5.“在中国的各个省份,口语也大不相同,以致他们的话很少有共同之点。然而共

同的书写却构成彼此接触的充分基础。”(第30页)

这一条最能显示汉字伟大而又光辉的性格。它既属于各个方言(可以用方音来读

它)又超越了各个方言,既可以有白读又可以有文读,既有不同的古读也有不同的今读

(方音有古今之别,共同语也有古今之别)。它是庞大的中华民族团结统一的头等功臣,

也是它自身长生不老(音随地转,音随时变,而汉字形体基本不变)的根本原因。

如果让汉语采用字母文字,那会是一番什么样的情景呢?

那会是:齐国一套字母文字,楚国一套字母文字,越国一套字母文字,蜀国一套字母

文字,没有数十套字母文字,怎么能适应“很少有共同点”的“话”呢。结果是:各说各的

话,各用各的拼音,不仅说话“很少有共同之点”,连文字的拼音也“很少有共同之点”。

等待中华民族就是:分裂瓦解,呜呼哀哉!

6.“在这个国家,以文为业的人们从小到大都要埋头学习他们的这些符号。毫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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疑问这种钻研要花去大量的时间,那本来是可以用来获得更有用的知识的。”(第31

页)〔6〕

这一条讲的负面作用,影响深远,清末民初主张废除汉字的人无不以此作为重要

理由。

这个问题应进一步分析。外国人觉得汉字难学,不全是字形问题,根本在语言与文

化。而中国“以文为业的人们”,当然“要花去大量的时间”来“钻研”“这些符号”。因为

“这些符号”跟字母文字不同,“这些符号”的形、音、义三者都蕴藏着中国文化历史的基

因。哲学、文学、诗歌、艺术(包括绘画、音乐)、历史、伦理道德等学科,都离不开汉字知

识,汉字本身既是专门学问,又是一切“以文为业”的共同学科,不能用字母文字的眼光

来品评“这些符号”,因为两种“符号”所蕴藏的知识内容和价值地位不可等量齐观。

利玛窦说的“更有用的知识”是什么意思? 如果我猜的不错,那就是指自然科学“知

识”了。利玛窦提出了一个在16世纪全球化进程中具有前沿性、尖端性的重大问题。

利玛窦虽然不是科学家,于近代自然科学所知甚少,而他毕竟来自欧洲,来自文艺复兴

的故乡意大利,这里前有哥伦布,后有伽利略(比利氏晚生12年),欧洲“科学革命”的发

端就在这个时代。他最早告诉中国人,地球是圆的,世界有五大洲(亚细亚、欧罗巴等新

名词第一次进入汉语),为中国人绘制了第一幅世界地图,为了不得罪中国人,还不顾事

实违心地将中国置于万国全图的中央,他还与人合作翻译《几何原本》。所有这些都是

“更有用的知识”。而16世纪中国人的价值尺度是四书五经、是科举,甚至是官场的窝

里斗,是关起门来做皇帝的专制制度,是这些东西阻碍了“更有用的知识”的传入、推广、

研究,几乎跟汉字毫无关系。人们并不是因为学汉字误了青春,误了一生,杜甫早就说

过,“儒冠多误身”。岂止“误身”,而且“误”我中国。儒学对小农经济社会秩序的巩固,

对血缘宗法制度的理论建设,对中国哲学思想体系精神文明的构建,都起过难以估量的

积极作用。汉字因儒学的传播而传播,所谓“汉字文化圈”的“文化”二字,如果阉割了儒

学,这个“圈”就瓦解了。在“更有用的知识”的冲击之下,这个“圈”果然瓦解了,在相当

长的一个时期之内也殃及汉字。而汉字与现代科学、与“更有用的知识”并不存在根本

性的矛盾,它完全可以为现代科学、为“更有用的知识”服务,中国人如果抛弃了汉字这

个工具能获取“更有用的知识”吗? 恐怕只能变为无知的中国了!

继利玛窦之后,葡萄牙传教士曾德昭、安文思,法国的李明,捷克的严嘉乐,法国的

古伯察,美国的卫三畏、何天爵、明恩溥等人,都在有关中国的著作中,用“他者”的眼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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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以上六条所引利玛窦言论,均见何高济等译《利玛窦中国札记》第一卷第五章,第27—31
页,中华书局,1990年。



亲身的体验,对汉语、汉字的性格或褒或贬,今天读来不仅仍然感到新鲜有趣,而且留下

了许多值得深思的话题。

(二)曾德昭(原名奥伐罗·塞默多,AlvaroSemedo,1585—

1658年)

  曾德昭的《大中国志》专有一章谈中国的语言文字。他在写此书之前,已在中国生

活了22年。他认为汉语“比拉丁语容易学”,因为仅拉丁语法就得花费孩子的全部时

间,而汉语“无词尾变化”,“所以是简明的”。汉语“音调甚美,几乎超过我所知的其他语

言”。他对汉字的历史、结构、功能、地位、载体有全面的了解和评价。

  他们使用的字,看来跟他们民族本身一样古老,因为据他们史书的记载,文字

的创造,迄至1640年(盈按:明崇祯十三年)我写这本书时,已有3700年之久。我

敢大胆地说,这是中国最了不起的事,因为字数很多,每个字几乎都有一种技巧在

内……尽管它们是中国特有的,邻近诸国也使用,但各有自己的读法……这些字,

各省用不同的发音去读它们,但它们各自用文字表示时,就能都相互理解。

字的创造者,据说是他们最早的一位帝王:伏羲(Fohi)。……

他们只用9个笔画构成所有众多的字。但因这些笔画对于如此多的事物仍不

够用,他们把笔画,或整个有意义的字组合在一起,用这个法子创造新的不同的字,

赋予另外的涵义。

他们在字的结构中也考虑到涵义。……

字写得好的人受到极大的尊敬。他们看重写字尤甚于绘画。写画得好的古字

画,他们不惜大价收购。

(何高济译《大中国志》,第39—42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

(三)安文思(原名加伯利埃·麦哲伦,GabrieldeMagalhãens,

1609—1677年)

  安文思1640年来华,1642年至成都,几丧命于张献忠的屠刀之下,1648年至北京,

1677年(康熙十六年)去世,在中国生活长达37年之久。顺治年间与意大利传教士利

类思(LudovicusBuglio,1606—1682)在今北京王府井天主堂所在地共建东堂。他的

《中国新史》第四章为《中国的文字和语言》。

在西方来华传教士中,似乎没有任何一位像安文思这样盛赞汉字汉语。他说:

  中国人使用的是五万四千四百零九个字(盈按:这个数字与《篇海》收字相当接

近),这些字表达他们要说的事,很优美、生动和有效,以致你不会把它们看做是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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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是说话的声音和语言,或者更是表示与他们生活有关的图画和形象。他们文字

的结构如此之巧妙。……

中国字或是单形或是复合。单形的字由线、点和钩组成……复合字是由单字

组成。(第43页)

所谓“单形”,即独体为文;所谓“复合”,即合体为字。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这四种造

字法都包括了。

他也称中国文字为“象形文字”,这是为了与字母文字相区别。“我们的字母不能说

是象形文字。因为每一个别的字母都不代表或表示一样东西,除非把它们连在一起”

(第44、45页)。

安文思把汉字形体演变分为两个阶段。将“最早使用”的字叫“古字”,将正在使用

的字叫“现代字”。

“古字”“是形象和符号,尽管不完善,乃是它们表达所见事物的形象……总之一部

分中国字是象形文字”(第44页)。他能将“形象”与“符号”加以区分,可证他对汉字的

结构的研究是颇为深入的。

“现代字”,“它们大多由单形字组成,始终保留某件事的含义。例如,所有与女人有

关的字,都由表示女人的‘女’字,与其他的字组成。……由这些复合字的例子,人们可

以看出,它们是象形文字,因为它们如此优美,用巧妙的方式表示人们要说的事的形

象”。(第44页)

由上述两段引文,我们可以理解,安文思所谓的“象形文字”有两个内容,一个是的

确与物象有直接关系,但更多的字是“保留某件事的意义”,大体上相当于今人所说的表

意文字。他说:

  象形文字的性质是,它并不是表示事情的天然形象,而仅是自然地表现它,或

者用人类的约定去表现。……(第44页)

因为中国字不仅仅是笔画和字体,而且是用来表示某件事物,结果它们不像我

们的单字,倒像象形文字。这里我们要提起注意:这些象形文字极其有助于思维去

记住他们,并且十分利于认识和区别它们所表示的东西,因为每一种和每一类都有

不同的字,在所表示的事物中找得到,蕴含在同一种类中。……这些理由和事例不

仅明显地说明了中国字是象形字,而且说明了中国人是何等的机智聪慧。(第45页)

至于汉字是否难学的问题,安文思的说法也与众不同。

  不管怎样我不得不断言:中国语言比希腊、拉丁或其他欧洲的语言都容易。……

根据我的看法,它既符合理性,又符合经验。首先,无疑的是,没有比记忆更有助于学

习语言的了……中国语言是所有语言中最简明的,它由三百二十个单音节组成,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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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腊语和拉丁语则有无数的词、时态、语态、数、人称,等等。而中国语言只需用脑

子记住用以区别词义形式的音调(按:应该是“声调”),并学会怎样读三百个单音节

字。

……勤奋的人用有效的方法去学习中国语言,可以在一年内学会,而且讲得很

好。(第49页)

……中文比其他语言更易学习,而且它非常优美,非常丰富,极富表达力。(第

52页)

(以上引文均见[萄]安文思著、何高济等译

《中国新史》,第43页—52页,大象出版社,2004年)

(四)李明(LeComet,1655—1728年)

安文思的这些意见后来遭到法国神父李明的反对。李明说:

  我不知是否很多传教士宁肯下矿井做苦工,也不愿数载如一日地辛辛苦苦致

力于学中国语,这真是一个人所能经受的最苦、最易气馁的学习了。……我承认,

当我读到安文思神父的新记叙文,他说中国语比希腊语、拉丁语以及所有其他欧洲

语言都容易时,我真是感到吃惊。(第166页)

李明与张诚、白晋、洪若(即洪若翰)、刘应等五人乃应康熙皇帝之邀受路易十四派遣于

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抵达北京。他们都是圣徒兼学者。张诚、白晋留在康熙身边任

教,讲授数学、欧几里得几何学基本原理、实用几何学和哲学。“张诚和白晋会士奉旨编

写有关这类内容的教材……神父们准备好了示范教材便向康熙皇帝讲解,后者也毫不

费力地理解向他所讲授的一切知识,越来越倾慕我们科学的可靠性了,并且以更大的热

忱刻苦钻研。”〔7〕张诚还在中俄尼布楚谈判时立了大功。

李明与另外两位会士分别到地方上传教。李明“为天文学家、自然学者和地理学

家”,于1688年4月来到山西绛州,第二年又到了西安府,然后又到广州。因为法国与

葡萄牙在华传教士内讧,“法国寄来经费,为澳门葡人所没收……洪若乃决定派李明回

国,报告困难情形”〔8〕。1691年年底他从厦门出发,1692年抵法,从此再也没有回到中

国。李明在华时间不满四年,他对汉语汉字的认识以及熟练程度当然无法与安文思相比。

他的认识在西欧有一定的代表性,也在某些方面揭示了汉字性格的独特性,值得关注。

  语言和文字是学问的根基之一,这是我所注意到的。(第16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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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8〕

耿昇译《耶稣会士书简集中国书简选·法国北京传教团的创始》,收入《清史资料》(6),第

161页,中华书局,1985年。
方豪《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李明》,第424页,宗教文化出版社,2007年。



中国语言与目前世界通用的语言都没有任何类似之处,无论在说话的声音上,

在字的发音上,还是在概念的组合上,都无任何共同之处。在这种语言中,一切都

是那么神秘。(第165页)

他们没有字母表,开始,他们使用的是他们专用的象形文字。他们不是在写

字,而是在画字……(第169页)

这一写字方式不仅是不完善的,而且是很不方便的。(第169页)

依我之见,这数量众多的中国字是中国人无知的根源所在,因为把一生都用于

识字,他们几乎没有时间研究其他的科学。

对于外国人,人们难以想象学习中国字给他们带来多大的厌烦:被迫用一生时

间(原注:一般说,学中国字,一生也不算太长)往自己头脑里不停地装着数不尽的

丑陋的图形,并总是忙于辨认那些东西和意义几乎毫无相似之处的并不完善的象

形字,简直是个沉重的十字架。(第170页)

(以上材料均引自[法]李明著、郭强等译《中国近事报道(1687—1692)》,

第165—170页,大象出版社,2004年)

李明不能客观而科学地对待汉字,与他的“厌烦”情绪有关,也由于他在华时间短,对汉

字文化的学习、认识非常有限。他只认同“字母表”这种表音文字,视意音文字为“丑陋

图形”,为“中国人无知根源所在”,为“沉重的十字架”,凡此种种都与后来中国的“汉字

革命派”先后呼应。同一事物,“丑”和“美”的判断,因人而异,截然相反。这正是汉字文

化学所要研究的内容。

(五)严嘉乐(KarelSlaviček,1678—1735年)

雍正十年(1732年),严嘉乐与戴进贤、徐懋德从北京寄给圣彼得堡托菲尔·西格

弗利德·拜尔一封信 〔9〕,信中谈到汉字问题:

  欧洲人应该知道,中国的汉字决不能同世界上其他任何一种语言的字母相提

并论。世界上其他语言的字母只是发音的符号,而汉字却不是发音的符号,而是思

想、事物和活动的代表,或者说是象形的符号,对于这类符号应该适用扬比乔思对

埃及学家们讲的原则 〔10〕:“抓住它的意义,不必理睬它的语音形态。”因为具有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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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10〕

戴进贤(1680—1746年),日耳曼人。雍正三年为钦天监监正,九年加礼部侍郎衔。徐懋德

(1689—1743年),葡萄牙人或英国人。任钦天监监副。二人均为耶稣会士。
扬比乔思,《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卷八,第832页)作:“扬布列科斯Iamblichus(约250—

约330年)新柏拉图主义哲学学派的重要人物,该学派叙利亚分支的创始人。”



意义的同样汉字,朝鲜人的读法就(同中国人)不同,日本人的读法也不同,印度支

那人又不同 〔11〕。在中国内部,不同民族的人读法也不同。汉字的结构、分析、意

义、和谐、结合和使用,以及汉字的言简意赅和内在的力量,这些学问不仅中国的学

子们应该学,欧洲的学者尤其应该尽量多学。这种语文是如此之高雅,它就像浩瀚

大海,绝非涓涓溪流所能汲尽,我们通通书信难以说清其万一,更何况我们之间还

远隔着万水千山呢?

([捷克]严嘉乐著、丛林等译《中国来信(1716—1735)》,

第123页,大象出版社,2002年)

严嘉乐于康熙五十五年(1716年)开始学习汉语,到写这封信时,他来华已有17年的历

史。“他是钟表匠和天文学家”,“作为医生而居住北京”〔12〕,他的这些科技修养无疑有

助于他对汉语的学习。他严格将汉字与字母文字加以区分,一个表音,一个表义,性格

不同,故不可“相提并论”。

他初学汉语时,认为汉语是“复杂难懂的巴比伦语”(第15页),同时也认识到汉语

同音字多的特点:

  汉语(的字)的发音有364个(按:指不计声调的音节数),但每个音的意义却随

着(汉字)许许多多不同的写法而各异。例如:发ji这个音的汉字就有140多个

(按:《现代汉语词典》收ji音字也为140多个),每个汉字含义都不同;发qi的汉字

有120多个,发其他的音的汉字数目略少些。正如欧洲的文字字母很少,而词却非

常多一样,汉语的字音少,而能确定词义的汉字却很多。一音多义在书写时可由汉

字的写法不同而得到限定。
(《中国来信》,第15页)

字母少而词非常多,字音少(故同音字多)而汉字多,这正是字母文字和汉字的不同性

格,决定这种不同性格的是语音。汉字并不只是表义,它也表音,只不过它的表音不在

音素层面,而在音节层面。从构造来说,形声字占绝大多数,声符原本是表音的,假借字

也以表音为特点。

(六)古伯察(EvaristeRégisHuc,1813—1860年)

汉字是否表音的问题,法国传教士古伯察有自己的看法,他说:

  在一些重要的著作里,汉字被当成了纯粹的表意符号。这显然不对,它既表意

又表音。为了把这个道理向那些缺乏汉语知识的人阐明,我们只好给出一个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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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12〕

印度支那,这里特指越南。
[法]荣振华著、耿昇译《在华耶稣会士列传》(下),第634页,中华书局,199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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